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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西域行旅与“丝路”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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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盛唐边塞诗人岑参，以其先后两次入幕边地的亲身经历进行“丝路”创作。留存至今的约 78 首
“丝路”之作真实反映了西域风光，歌颂了异域人情，极大拓展丰富了边塞诗的表现内涵。在诗歌体裁上继承
发扬七言歌行、绝句的音乐性，尤其在边塞诗作中对七言歌行体的探索与运用，创立“……歌 /行，( 奉) 送……”
的歌行新体式，实现了对边塞体裁的创新。同时“丝路”之作所呈现的奇丽悲壮风格体现在对优美、崇高这两
个美学范畴的并力探索，进一步促成岑诗的多样风格。针对近年来文学与地域、文化与地理相互作用的研究，
岑参西域行旅与“丝路”之作不失为一较好的切入点;通过其“丝路”创作的考察，亦可对“盛唐气象”下的“丝
绸之路”有一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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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塞诗

这一题材自其产生就品评不断; 而唐代边塞诗歌

更是历来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这一特征愈为明显。① 检阅盛唐边塞诗歌

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的研究

探讨可谓首屈一指，这一现象的形成亦反映出高、
岑边塞诗的创作水平。“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

行。”(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

韵》) 在 同 时 代 诗 人 杜 甫 笔 下 首 次 将 高 岑 并 称。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1］( P181) ，相同的入

幕经历与相近的创作风格使得高岑并称，进而演

绎出“边塞诗派”这一诗歌流派。尽管“边塞诗

派”这一说法颇存争议，②然争论正体现出高、岑边

塞诗创作的影响深远。“边塞诗派”之说虽有争

议，但是诗人的边地之行、边塞之作却是客观存

在、不容质疑的事实，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盛唐边塞诗歌创作的繁荣无疑体现着“盛唐

气象”，而 连 结 二 者 的 纽 带 之 一 即 为“丝 绸 之

路”③。这一交通动脉经过汉代以来的不断延展，

发展到盛唐更是显现出空前的繁荣，由长安经西

域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使得“盛

唐气象”在空间上获得绝佳诠释。“丝绸之路的繁

荣不仅表现出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而

且唤起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希望。”［2］行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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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张晓明《20 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

报》，2005 年第 4 期; 杨晓霭、高震《21 世纪边塞诗研究述略》，《青海师范大

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盛唐边塞诗派”提出质疑的相关文章中，

较为典型的有孟二冬《“盛唐边塞诗派”质疑》，《烟台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该文认为将盛唐时期高、岑等人为代表以写边塞题材而著称的一批

诗人命名为“边塞诗派”欠妥，其理由之一是“这不仅容易使人们忽视高、岑
等人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其他人的边塞诗歌。高、岑的边

塞诗堪称杰作，但王维、李、杜等人的边塞诗，也未尝不可以称为绝唱。”另

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

1995 年第 2 期。该文认为高、岑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

且真正属于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文士入幕取决于作者的个性、品

格，由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的现象，因此不存在盛唐“边塞诗派”。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

中提出，之后由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

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将这一名词的涵义进一步延伸。参看杨秀清

《华戎交汇的都市: 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年。



丝绸之路，并以其丝路之作来体现“盛唐气象”的

诗人当首推岑参，“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是岑

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3］( P211)。

一、两次西域行旅的时间及路线

岑参现存诗歌 388 目，计 409 首，①其中两次

西域之行的“丝路”之作约 78 首( 其中第一次西域

行旅之作 34 首，第二次为 44 首) ，②占 19%。在其

今存诗歌总数中，“丝路”之作所占比重近五分之

一，正是这五分之一成就了岑参这一著名的边塞

诗人。关于岑参的生年说法颇多，③但是各家针对

其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说法较为一致，只是在具

体月份上稍存差异而已。现以岑参两次西行相关

诗作为线索，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对其行旅时间、
路线予以考察。

1． 唐玄宗天宝八载( 749)———天宝十载( 751)

夏，安西之行

天宝八载( 749) ，岑参由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转

右威卫录事参军，赴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幕任判官，

开始其人生首次西域之行。安西都护府始置于唐

太宗贞观十四年( 640) ，旧址在今吐鲁番以西之交

河古城; 高宗显庆三年( 658) 五月“移安西府于龟

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4］( P1647) 龟兹即今新疆

库车。“安西都护府( 今库车) 则唐代前期中央政

府控制西域之总部。其间( 按: 凉州至安西都护

府) 相去五千里，有通道达，为唐代西通西域中亚

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亚之工具也。
故此道允为当时国际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线，全程

皆置驿。……其间( 按: 长安至安西都护府) 行程

七千里，急行一月可达”［5］( P421)。
长安到安西属“丝绸之路”东段，岑参首次“丝

路”之行期间创作数量虽不及第二次西行，但是根

据这 34 首诗可以清晰还原其西旅轨迹，且较第二

次“丝路”之作为详。诗人由京师出发一路向西，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到陇

山头”(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朝发咸

阳，暮至陇山，驿站之多、驿骑之速，可窥盛唐交通

之发达。陇头分水岭上有“分水驿”，岑参有伤行

役之作《经陇头分水》，借眼前之陇水写羁旅之愁

肠即作于此地。过陇水，经渭州睹“渭水东流去”
( 《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 ，一路西向复生思乡

之怀。《题金城临河驿楼》作于金城，即今兰州，乃

丝路重镇之一。由金城西北行入河西走廊，“燕支

山西酒泉道”( 《过燕支寄杜位》) ，“燕支山”即“焉

支山”，在今张掖山丹县。过此山则西为酒泉，再

向西为敦煌，岑参有《敦煌太守后庭歌》。出敦煌，

诗人有《日没贺延碛作》等，“贺延碛”当为“莫贺

延碛”，乃伊州境内之大漠，延袤两千里，水草不

生，故有“平沙万里绝人烟”( 《碛中作》) 之说。过

大漠，“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经火山》) ，

“蒲昌”为今新疆鄯善，唐为西州所辖，火山高耸蒲

昌之东。经火山向西，继有《银山碛西馆》、《题铁

门关楼》、《宿铁关西馆》、《安西馆中思长安》之

作，可见继银山碛、铁门关后终达安西。“家在日

出处，朝来起东风。”( 《安西馆中思长安》) 由“东

风”推测岑参至安西之时当为天宝九载春。之后

诗人又有焉耆之行( 《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 、阳
关之行“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 《寄宇文判

官》) 、玉门关之行“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

岁除”(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 ，由“二年”、“岁

除”推测岑参当作于天宝九载( 750 ) 岁末。“苜蓿

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 《题苜蓿峰寄家

人》) ，根据岑参行迹，“立春”上接“岁除”，时当为

天宝十载春东归途中作。暮春至武威作《武威春

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河西春暮忆秦

中》、《登凉州尹台寺》等诗。岑参留武威时间较

长，由《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中“五月”可见

其滞留至夏，六月达临洮有《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

同咏青木香丛》、《临洮客舍留别祁四》等诗。
“三年绝乡信”(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 ，岑参

·11·

①

②

③

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以下简称“廖

著”。
刘开扬笺注《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 1995 年版，以下简称

“刘著”。本文论述岑参两次西域行旅的时间以刘著为据，参以廖著作为补

充。文中采用岑诗均引自刘著，诗歌系年亦本该书。
因岑参与杜甫同年去世，皆为唐代宗大历五年( 770) ，故其卒年未

有异议。关于其生年争议颇多，较早有赖义辉《岑参年谱》( 《岭南学报》
1930 年 1 卷 1 期) 的“唐玄宗开元六年”说，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
( 1957 年 10 月 6 日《光明日报》) “开元二年”说，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

( 《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开元五年”说，关于以上诸说及辨证详

见廖著《岑参年谱》。而影响较大的有“开元四年( 716) ”说，主此说者为刘

开扬，详见其《岑参年谱》; “开元三年( 715) ”说，主此说者首推闻一多，详

见其《岑嘉州系年考证》( 收入氏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版) ，廖著《岑参年谱》赞同此说，另有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二版后附《文学史年表》涉及岑参生卒年亦采

此说。



初使西域为幕僚前后近三年时间，其“丝路”之作

反映出的行经之处与严耕望所考唐长安通往西域

的大道完全相符，“岑参由长安逾陇坂，大震关，分

水驿，经渭州，临州，兰州，至凉州，又经肃州，玉门

关，渡莫贺延碛至西州，亦曾到沙州; 西州又西经

银山，焉耆，铁门关，至安西。”［5］( P426) 此正为唐代

“丝绸之路”中道之东段。
2．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 754) 夏———唐肃宗至

德二载( 757) 夏，北庭之行

“( 天宝十三载三月) 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

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4］( P228)。“北庭大都

护府，本庭州，……长安二 年 ( 702 ) 为 北 庭 都 护

府。”［6］( P1047) 岑参首次西域行旅时，封常清与之同

为高仙芝幕僚，封常清天宝十一载为安西副大都

护，十三载因军功再居显位。同年四月岑参受封

常清辟为北庭节度判官，遂发京师赴北庭( 今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 ，开始其第二次

西域之行。
岑参第二次西旅之作约 44 首，抵达北庭前所

作仅有 6 首，远不能与首次西行到达安西前所作

数量( 约 16 首) 相比。根据这 6 首可知岑参途经

陇山，诗写“陇山鹦鹉能言语”( 《赴北庭度陇思

家》) ，经临洮作《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临洮泛

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复经凉州有《凉州馆

中与诸判官夜集》，“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
( 《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再由酒泉道向西过莫贺

延碛，有《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一诗。观岑诗中

所写此段行程虽不够详尽，但与首次赴安西路线

亦合。然而继《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之作后即为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后者乃北庭

所作。由碛西到北庭，其间路途未有所作，大致推

测诗人由碛西经伊州，再西北向北庭进发，于是年

夏末或秋初至北庭。九月封常清西征，岑有《走马

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

征》二名篇相赠。冬日，封破播仙凯旋，有《献封大

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天宝十四载春诗人自言“可

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北庭作》) ; 三月出使轮

台，作《轮台即事》。归北庭后相继作有《北庭贻宗

学士道别》、《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陪封大

夫宴瀚海亭纳凉》、《奉陪封大夫宴》，八月作《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九月重阳作《奉陪封大夫九

日登高》一诗，是月又有《赵将军歌》。随之出使交

河郡有《使交河郡》、《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送

崔子还京》，冬作《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十二月

封常清、高仙芝因战败先后被斩于潼关，至德元载

( 756) 岑作《送张都尉东归》自注“时封大夫初得

罪”，且言“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 《送四镇

薛侍御东归》) 于轮台别友，作《与独孤渐道别长句

兼呈严八侍御》。春日于北庭作《优钵罗花歌》、
《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筠》等。孟秋至轮

台，自言“轮 台 万 里 地，无 事 历 三 年”( 《首 秋 轮

台》) ，冬日于玉门关作《玉门关盖将军歌》。至酒

泉有《赠酒泉韩太守》、《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属东归途中作。至德二载( 757) 二月肃宗幸凤翔，

岑参后亦至凤翔。
至此岑参人生中的两次西域行旅结束，但其

“丝路”之作的深远影响方开端倪。在流传至今的

唐代两千余诗人近五万首诗歌中，唯有在岑参笔

下将“丝路”之行完整再现，这是岑参之幸，亦是唐

诗之幸。

二、对于“丝路”之作内容的丰富
与开拓

岑参的边塞诗歌均为亲历边地之作，真情实

景的描写与抒发更能够表现其边塞诗作悲壮奇丽

的风格。岑参第二次西域行旅的“丝路”之作无论

数量抑或质量都较首次西行创作为胜，尤其是第

二次西行创作中的绝大部分诗歌为到达北庭后所

作，且二次西行时间较首次为久，故后一时期的

“丝路”之作对西域边地的描写更为丰富独特，创

作手法的不断成熟使得风格渐趋成熟，慷慨激昂

的创作心理明显反映于创作实践中，体现为诗作

中的悲壮与奇丽。此并非强调岑参首次西行之作

水平不高，其初使西域之作同样是唐代边塞诗中

的优秀篇章; 只是在初次西域行旅创作的对比之

下，二次西行所作更能反映岑参对诗歌创作的有

心探索，诗境的开拓正是通过前后对比体现出来。
岑参两次西行过程中的“丝路”之作对边塞

诗，乃至对唐诗内容的丰富与开拓不单表现为战

争主题的提升，更主要体现在对“丝路”文化、异域

风情的多重呈现。后一主题正是因岑参的亲历西

域方才体现于边塞诗中，进而使得边塞诗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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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益加多样丰富; 同时正是后一主题的呈现

更突显出岑参边塞诗“奇丽”的风格。两次西域行

旅对边地异域景物人事的呈现，大致可分为以下

三个方面。
1． 自然景观

“丝 路”之 行，一 路 陪 伴 岑 参 的 唯 有 日 月。
“月”在诗人笔下共出现 18 次，这一自然意象不仅

记录着诗人的“丝路”行迹，亦是其心路历程的符

号与象征，如陇山“山口月”、敦煌“城头月”、凉州

“城头月”、武威“边城月”、北庭“东楼月”、“轮台

月”，以及“汉月”、“边月”无一不折射出对“故园

月”的怀念。不仅是月，“日”( 11 次) 亦被赋予这

一涵义。尤其是在岑参第一次西旅，笔下之“日”
多与长安相联系，“长安遥在日光边”( 《过燕支寄

杜位》)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 《安西馆中

思长安》) ，“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忆长安

曲二章寄庞催》) ，长安即故乡所在，由情及物，物

亦着观者之情。
西旅所经不仅是山川河流，越向西，展现眼前

更多的是戈壁大漠。岑参两次西行对沙碛描写极

多，首次西行第一首诗便开始对其有所描写，“十

日过沙碛”(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可见

其广袤，尤其当诗人出敦煌亲历莫贺延碛时，无垠

的大漠令人绝望，乃至发出“悔向万里来”( 《日没

贺延碛作》) 的感叹。作为万里沙碛的标志性植

被，“白草”在岑参“丝路”之作中出现多达 10 次，

然而诗中“白草”并非作为沙碛大漠的代名词，这

一物象在诗人笔下巧妙表现了另一重涵义，即沙

碛的广袤:“白草磨天涯”(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

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白草通疏勒”( 《发临洮将

赴北庭留别》) ，“白草北连天”( 《过酒泉忆杜陵别

业》) ，“千山万碛皆白草”( 《赠酒泉韩太守》) 等，

正是在岑参笔下使“白草”成为边塞诗特有的意

象。白草、白雪似乎为西域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然而岑参笔下的“梨花”又为这神秘增添了几分生

机。“梨花”在诗人笔下共出现三次，前两次均为

实写:“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 《河西春暮忆

秦中》) ，“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 《登凉州尹

台寺》) ，这两首诗皆作于第一次西行途中; 第三次

写“梨花”为虚写，“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以梨花之繁喻

雪花之盛，设喻之奇妙为历来所称许。第二次“丝

路”之作所体现出的奇丽风格经“梨花”的妙用得

以升华，然而没有首次西行的“梨花”印象，没有亲

历边塞的体验，此等奇景奇语是不可能出现在岑

参笔下的。此外还有《优钵罗花歌》描绘了一种

“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独生长于西域

的奇花，虽为借物抒怀之作，同样折射出异域自然

风光之瑰丽。
边地气候温差极大，岑参不仅写严寒亦写酷

暑，这主要通过“火山”予以表现。岑参首次见到

火山系第一次西行，“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 《经火山》) ，时维严冬，然而却是“赤焰烧虏云，

炎氛蒸塞空。”乃至“人马尽汗流”，诗人亦由衷感

叹造化之功。第二次西行于五月盛夏复经火山，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火山云歌

送别》) 。后作《使交城郡》第三次写到“暮投交河

城，火山赤崔巍”，诗人久在边地却三次着墨火山，

两次形容其“突兀”，山之高、山之奇尽显笔端，亦

见异域自然风光的奇丽。
2． 异域风俗

边地虽有征战却并非处处苦寒，“丝路”之上

不乏安定、富庶之地，只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出

了别样的异域文化。由岑参首次西旅对敦煌的描

写可见: “黄 砂 碛 里 人 种 田”( 《敦 煌 太 守 后 庭

歌》) ，边地小郡虽不比中原，但“郡中无事”，百姓

安居; 再如“凉州七里十万家”( 《凉州馆中与诸判

官夜集》) ，更是写出了“丝路”东段重镇凉州的繁

华。即使在更为遥远的北庭，诗人亦有“胡地苜蓿

美，轮台征马肥”(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

上》) 的赞颂，轮台县属北庭，“其俗帐居，随逐水

草。帐门皆向东开门，向慕皇风也”［7］，岑诗描写

该地“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以及“雨拂毡墙

湿，风摇毳幕膻”( 《首秋轮台》) 正应史载。累累

帐房、连连驼队折射出盛唐西域的繁荣与“丝路”
的富庶。

边地民族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军旅生

涯中“马”更为主力。岑参笔下“马”这一物象使

用频率极高，78 首“丝路”之作中凡见 44 次，即每

两首诗中“马”至少出现一次。但岑诗中的“马”
并非只作为战争意象出现，诗人借“马”有写相思

赠别之意，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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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匹马西从天外归”
( 《送崔子还京》) ，“送君走马归京师”( 《天山雪歌

送萧治归京》) ; 有抒建功立业之怀: “功名只向马

上取，真 是 英 雄 一 丈 夫”( 《送 李 副 使 赴 碛 西 官

军》) ，“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 《北庭西郊候

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 描写战争之激烈: “洗兵

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 《献封大夫破播仙

凯歌六首·其四》) ，“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

马空鞍”( 《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其六》) ;

以及羁旅之岁长: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

回圆”( 《碛中作》) ，“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
( 《安西馆中思长安》) 。此外诗人写边地之苦寒

以衬托羁旅之辛苦亦是借助“马”这一物象，“双双

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银山碛西馆》) ，

“马毛带雪汗气蒸”(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

“城南猎马缩寒毛”( 《赵将军歌》) ，“马汗踏成泥”
( 《宿铁关西馆》) ，“秋冰鸣马蹄”( 《早发焉耆怀终

南别业》) ，“胡沙费马蹄”( 《碛西头送李判官入

京》) ，“沙口石冻马蹄脱”(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

师西征》) ，“出塞马蹄穿”( 《送张都尉东归》) 。通

对“马毛”( 3 次) 、“马汗”( 3 次) 、“马蹄”( 6 次)

的描写，细处着眼却营造出极强的艺术效果。
岑参身处西域，边地民族自然为其诗作所反

映，“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 《轮台即事》) ，

“侧闻阴山胡儿语”(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

“羌儿胡雏齐唱歌”(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

“胡人半解弹琵琶”(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

西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普遍性演化为了一种风

俗，在岑参笔下的军幕生活中尤多体现: “座参殊

俗语，乐杂异方声”( 《奉陪封大夫宴》) ，“横笛惊

征雁，娇歌落塞云”( 《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 ，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 ，“美人舞如莲花旋”( 《田使君美人

舞如莲花北鋋歌》) 。军中生涯不仅是“角声一动

胡天晓”(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之后的

“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 《早发焉耆怀终南别

业》) 及“鸣笳叠鼓拥回军”( 《献封大夫破播仙凯

歌六首·其三》) ，军乐之外的宴飨之乐实为沙场

之外的主旋律。尤其是胡歌、胡乐、胡妓、胡舞交

相辉映的纷繁场景为“醉争酒盏相喧呼”( 《玉门

关盖将军歌》) ，“浑炙犂牛烹野驼( 《酒泉太守席

上醉后作》) 宴饮气氛的描绘增添无限生趣，极大

地拓展与丰富了岑参“丝路”创作的内涵艺术。
3． 边地人物

往来于塞外边地，岑参交往最多乃是下层幕

僚，相近的身份与境遇使他们心灵的沟通有了更

多默契。往返奔走于“丝路”之上的这一群体，赠

答中的寄托与勉励成为“丝路”上的又一主题。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

军》、《送 韦 侍 御 先 归 京》、《送 李 副 使 赴 碛 西 官

军》、《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北庭贻宗学士道

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

还京》、《送张都尉东归》等等，不同的酬赠对象却

抒写着相同的送别主题。“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

修”(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时来整六

翮，一举凌苍穹”( 《北庭贻宗学士道别》) ，豁达的

勉励亦无法掩盖羁旅的相思愁苦与仕途的坎坷辛

酸，“相忆不可见，别来头已斑”( 《寄宇文判官》) ，

“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 《发临洮将赴北庭留

别》) ，其实后者正是由来已久的边塞诗歌主题之

一，岑参的成功之处不在于继承这一主题，更在于

对这一主题的深化，“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

报平安。”( 《逢入京使》) 苦境之中犹能发旷达之

语，悲壮之余更见慷慨。
边地的安定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勤政，作为幕

僚文士的岑参在其两次“丝路”之作中就有对地方

官惠政的记录: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

眠”( 《敦煌太守后庭歌》) ，边地郡守如此贤能，以

至于在其离任时百姓“愿留太守更五年”。同样被

称颂的还有酒泉太守，“太守有能政，遥闻如古人”
( 《赠酒泉韩太守》) ，以及地位并不高的郭司马，

“不倚将军势，皆称司马贤”( 《送郭司马赴伊吾郡

请示李明府》) 。武将之中被称颂的有玉门盖将

军，“盖将军，真丈夫……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

来备不虞”( 《玉门关盖将军歌》) ，以及多次被岑

参歌颂的幕主封常清，“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

主静边尘”(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
岑参的边塞诗作具有悲壮的风格，但这一风

格并非体现为杀伐征战。检阅岑参两次边塞行旅

相关诗作不乏对战争的描写，但突破了以往边塞

诗将战事作为创作主题，更没有对穷兵黩武的颂

扬，这是岑参“丝路”之作的可贵之处，从其歌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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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亦可窥岑参的政治理想。无论汉将、蕃王在

其笔下均显得分外融洽，“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

单于貂鼠袍”( 《赵将军歌》) ，“黑姓蕃王貂鼠裘，

葡萄宫锦醉缠头”( 《胡歌》) ，“花门将军善胡歌，

叶河蕃王能汉语”( 《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

侍御》) ，数语之间个性彰明。“丝路”之上民族的

多样与交融经岑参西行之作得以体现，进而为“盛

唐气象”注入了异域气息。

三、关于“丝路”之作体裁的探索
与创新

在岑参两次西域之行约 78 首“丝路”创作中，

前后体裁的差异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诗人在艺

术境界上的开拓。现以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对岑

诗的分类为依据，将其前后两次西域行旅创作的

体裁分类列表如下:

诗歌体裁
创作数量( 首)

五绝 五律 五古 七绝 七律 七古 总计

第一次西域行旅

33 目，34 首

第二次西域行旅

39 目，44 首

5 11 6 8 0 4

22 12

2 16 4 10 0 12

22 22

72 目

78 首

岑参第二次西域行旅创作与前一次相比五言( 五

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古诗) 诗歌创作数量基本

持平，而七言诗歌( 七言绝句、七言古诗) 创作则比

第一次西行创作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七言古诗

的数量为前一次的三倍。戴伟华先生曾据《先秦

汉魏晋南北朝诗》对唐以前边塞诗进行统计，将所

得结论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就诗题分析而言，多为

乐府诗，使用最多的是《从军行》( 30 首) 、《陇头

水》( 20 首) 、《关山月》( 16 首) ; 就诗体分析而言，

以五言居多，达 144 首，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只有

13 首。［7］诗歌创作某一体裁数量的上升一定程度

上体现着作者在该类体裁的艺术探索，而岑参第

二次西域之行的“丝路”创作也恰通过其七言诗数

量的大幅增加予以体现，尤其是七言歌行、绝句创

作数量的增加、水平的提升，成为岑参第二次“丝

路”之作的特色，直接反映了岑参对诗歌艺术技巧

等方面的努力探索与成功尝试。
岑参在第二次西域行旅的创作中，针对诗歌

体裁形式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与创新集中体现为

对七言歌行体、七言绝句音乐性的重视与发扬。
一方面，岑参继承并发扬七言歌行体的传统，将两

次“丝路”之作进行对比，发扬创新的特点较继承

体现得更为明显; 大胆尝试并创新新题乐府，将七

言歌行与边地风光实现了完美结合。在首次出使

西域的创作中，岑诗中以“歌”命名的仅有两首，分

别是《敦煌太守后庭歌》、《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

鋋歌》，且皆为七言歌行体。到第二次西域之行七

言诗则达到 14 首，其中七言歌行 6 首:《火山云歌

送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优钵罗花歌》、
《玉门关盖将军歌》等; 七言绝句 8 首: 《献封大夫

破播仙凯歌六首》、《赵将军歌》、《胡歌》。娴熟运

用中表现出艺术水平的臻于成熟，可见是诗人的

有意尝试。七言较五言更能体现出诗歌丰富的音

节变化，其本身的抑扬顿挫加之岑参的有意探索，

句句用韵、数句转韵等手法的运用，急节多变的特

点更能突显其边塞诗风的遒劲悲壮，作品的艺术

个性亦更加鲜明。
另一方面，第二次“丝路”之作中的七言歌行

创立了“……歌 /行，( 奉) 送……”的新形式，如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

京》、《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

夫出师西征》等，这是岑参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创

举，因为第一次西行创作中并未出现这一体式，甚

至在岑参第二次“丝路”创作后，也再没留下采用

这一形式的诗歌。正是岑诗中这一“空前绝后”的

诗歌形 式 成 就 了 第 二 次“丝 路”创 作 的 成 功 与

精彩。

四、结语

岑参先后两次西行入幕，以其亲历边地所见

之真情实景创作边塞诗歌。在记录“丝路”之行的

过程中反映西域风光、歌颂异域人情，极大拓展并

丰富了边塞诗的表现内涵。同时在诗歌题材上继

承发扬七言歌行、绝句的音乐性，尤其在边塞诗创

作中对七言歌行体的用心探索与成功运用，以新

题乐府入边塞之作，并且创立了 (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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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即如是。“词乐”此处之“弦索”，所指为前者。
这一记载表明，李开先对于弦类乐器的特点与演

奏技法，乃是相当熟悉的，因之才有“使轻重疾徐

不至差错”、“清弹亦然”等经验之谈，而“轻重徐

疾”，则是与“知音十标准”中“知节拍、指点”，有

着极为直接的关系的。最后的“今世能兼擅者，实

难其人”两句，所反映的虽然是李开先对当时无弦

索名家的一种焦虑，但其对整个明代乐坛的关注，

以及于乐器演奏在舞台中作用的认识等，亦皆寓

其中。
《词谑》作为明代初、中期之际的一部自成体

系的戏曲论著，无论是其中的“词谑”、“词套”之

所述，抑或“词乐”、“词尾”之所载，综而观之，都

是可视之为李开先晚年眷恋北曲的一份重要记录

的。因之，《词谑》不仅具有较为重要的戏曲学史

料价值，而且也极具文学史料学的认识价值。在

《市井艳词又序》一文中，李开先曾如是写道: “予

独无他长，长于词，岁久愈长于俗。远交王渼陂，

近交袁西野，足以资而忘世，乐而忘老。三日不编

词则心烦，不闻乐则耳聋，不观舞则目瞽，此康乐

山之托言，予之事实也。”［2］( P5) 其中的“三日不编

词则心烦，不闻乐则耳聋，不观舞则目瞽”云云，是

李开先终年与北曲打交道的最好见证。正因此，

使得他成就了这部在明代戏曲论著史上占有较重

要地位的《词谑》。所以，《词谑》中的种种记录与

种种评论，均给后世戏曲评论家以有益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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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式，是对边塞体裁探索的成功践行，实现了唐

诗创作中边塞题材与体裁形式的完美结合与诠

释。此外，岑参奇丽、悲壮的创作风格体现在其边

塞诗中对景物人事的描写，则分别对应为优美与

崇高。也正是在这两个美学范畴上的并力探索，

使岑参不仅成为盛唐诗人中边塞诗创作数量最多

的诗人，“丝路”之行上的“丝路”之作亦将其推向

边塞诗歌这一峻岭之艺术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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